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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

摘要  在愈发严厉的环境规制下，什么样的民营企业

更有可能采取转型升级的应对策略，从而实现环境治理

与高质量发展相融合，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通过分析

2016 年第 12 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本文突破了现有

文献有关环境规制的设计，真正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

响落实到企业所有者 / 管理者层面上 ：企业管理者的政府

环境规制压力越大，企业越会进行技术创新转型升级。

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分别解决内生

性问题、样本自选择问题以及其他敏感性检验后，本文

的结论依然稳健。在作用机制的检验上，本文的创新是

将企业环境成本划分为对内（生产制造、环境治理）和

对外（社会公关）两维度，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迫使企业

增加对环境治理、社会公关和生产制造成本的投入，是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转型影响的部分中介

因子。本文考察来自周边社区、消费者和同行竞争者三方

的环保压力发现，它们分别与政府环境规制压力间存在

明显的替代关系，从而增加了以往经济 / 产业分析中很少

注意到的“社会维度”。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经济发

达程度低、执法环境差地区的企业，政府环境规制压力

对经济发达程度高、执法环境好地区企业技术升级的影

响更强。

关键词  环境规制 ；企业环境策略 ；转型升级 ；高

质量发展

引言

近年来的“环保风暴”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多地都严格执行了压煤减排、煤改气、提标改造、限产

停产等一系列雷霆措施。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把生态

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空前。不少

企业被关停整顿甚至关门，也有企业抓住这场历史机遇，

不仅淘汰了对手，也倒逼自己完成了转型升级。那么，

在力度空前的环保风暴压力之下，什么样的企业更有可

能采取转型升级的策略呢？本文试图从政府环境规制压

力的角度出发，探讨环境规制与企业转型升级之间关系，

并解释这一关系的作用机制。

囿于数据资源的获取难度，在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

环境治理影响关系时，现有研究一般运用省级层面的政

府环境治理支出、产业层面的环境行政法规、企业层面

的排污罚款及其环境治理成本作为企业所面临的环境

规制压力的替代变量，并在不同度量方式下各自度量的

“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关系存在较大差

异，甚至意见相左。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当前

有关“环境规制压力”的度量方式在设计上存在明显缺

陷，即现有的度量方式会引致明显的逻辑断层问题。中

观经济层面或微观企业财务数据层面衡量的环境规制

压力对微观层面企业行为的影响关系链过长，中间逻辑

关系噪音较大，无法有效地捕捉其中的作用机理，尤其

环境规制压力会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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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忽视了企业所有者 / 管理者在企业决策中所扮演的角

色。为此，区别于现有文献，本文以 2016 年第 12 次中

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 PE S）为样本，以调查数据中企

业主面临“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程度作为环境规制的替

代变量，突破了现有文献有关环境规制的设计，从而真

正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落实到企业所有者 / 管理者

层面的测量上。这不仅丰富了环境规制压力的度量方式，

而且将企业决策者的认知 / 感知引入企业环境战略决策

框架中，弥补现有研究在设计方面的缺陷。

此外，我们在机制探索上还做了两点贡献 ：一是首

次将企业环境成本划分为对内（生产制造、环境治理）

和对外（社会公关）两维度，以此探究政府环境规制影

响企业技术转型升级的作用路径。从多类型的成本角度

出发，本研究有助于把握和厘清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企业

技术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修正现

有的环境规制政策以防范企业创新转型动力的不足。二

是本研究分别从企业周边社区群体和产品市场两方面

的利益相关者来实证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压力（社区群

体、消费者、同行竞争者）对正式环境规制压力（政府）

与企业技术升级间的关系调节作用。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1. 文献回顾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内在

关联以及这种关联的密切程度，一直是环境经济学领域

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从现有文献来看，环境规制能否

诱导企业创新进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主要存在三

种观点 ：波特“双赢”假说、制约“矛盾”型假说和不

确定性假说。

波特“双赢”假说的观点认为，虽然环境规制会使

企业承担额外的环境治理成本，但通过设计合理恰当的

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以“创新补

偿效应”弥补遵循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成本，从而使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实现“双赢”。[1]Ja f fe 等 [2] 以

企业污染治理成本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

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研发支出的投入强度 ；M u r t y 等通

过印度的数据研究发现，[3] 企业所面临的环境规制越严

格，其技术效率就会越高 ；黄德春等 [4] 研究发现，环

境规制在给一些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

些创新，可以部分或全部抵消这些费用成本 ；张三峰等

研究发现，[5] 环境规制及其强度对企业生产率具有稳定

且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实现“双赢”的局面。

制约“矛盾”型假说将环境规制所引致的企业负外

部性内部化，认为在短期限定的技术生产方式条件下，

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承担额外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

生产率，进而影响企业竞争力。早期研究发现，环境规

制下企业的行为会遵循成本原则，对企业生产性投资形

成“挤出效应”，[6] 因为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将外部环境污

染内部化，在不同程度上会增加企业所承担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成本。P a l m e r 等 [7] 就对波特“双赢”假说提

出过质疑，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使企业采用新技术所获

取的收益低于企业环境监管的费用，限制企业的盈利能

力；G r a y 等 [8] 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

产率水平，而且为达到环境规制要求所支出的成本对提

升企业生产率也有负面影响 ；还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

强度的提升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产品在国际

市场中的竞争力。[9]

不确定性假说认为，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制

度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环境规制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可能是不确定的。王杰等 [10] 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间呈“倒 N 型”关系，即只要将环境规

制政策控制在合适范围内，就会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高，但当环境规制强度过强或较弱时，全要素生产

率会下降。刘和旺等 [11] 研究发现，随着环境规制强度

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逐渐提高，但环境规制强

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徐彦

坤等 [12] 借助 2003 年国务院实施的环保重点城市限期

达标制度作为识别环境规制的准实验机会研究发现，相

对于达标城市的企业，该政策实施使得非达标城市企业

平均全要素生产率（TFP）相对下降 1.96%。马艳艳等 [13]

选取中国火电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

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

综上可知，现有研究对环境规制的测量大多数是

所在地区或者公司层面的，忽视了企业管理者在企业战

略决策中的作用，鲜有文献从成本视角为环境规制对企

业进行技术升级影响的中介路径提供经验证据。而且，

现在有关环境治理的产业研究较少考虑到“社会维度”，

来自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非正式规制压力在企业环境治理

中的影响方式和效应未能引起重视。为此，区别于现有

文献，本文将企业主面临“政府环境规制”压力作为环

境规制的替代变量，且根据企业成本支出意图，首次将

企业环境治理成本划分为对内（生产制造、环境治理）

和对外（社会公关）两维度，并以此来探究政府环境规

制影响企业技术转型升级的作用路径。

2. 理论分析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研究倾向于假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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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规制压力与企业的转型升级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线性

关系。企业本身具有异质性，因此不可能对环境规制采取

一致的反应。不是所有的规制都会让企业采取转型升级

的策略。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哪些因素会发挥影响？

第一，本研究主张引入企业管理者的视角，从而真

正地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落实到企业管理者层面的

测量上。与当前文献的观点相左，除了制度环境差异因

素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现有研究在环境规制的度

量方法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尤其忽视了企业管理者这个

重要角色。比如，很多文献采用地区或者行业层面数据

来衡量企业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譬如地方污染物排

放量、环保政策法规、公共治污成本等。[11,14,15] 这种度

量方式会引致明显的逻辑断层问题，即中观层面的环境

规制对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的影响关系链过长，将无法

有效地捕捉其中的作用机理。另外，也有学者运用微观

企业层面的数据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如企业排污

费、排污罚款、环保投入。[7] 相对前者而言，这种度量

方法虽然能进一步弥补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之间的逻辑

断层问题，但这些指标（比如企业罚款数）可能不是政

府压力大导致的，而是因为企业本身环境污染就比较严

重。这与“腐败程度”的测量相似 ：一个地方的官员被

抓的数量，并不必然反映反腐败的力度或者一个地区的

腐败程度。[16]

理论上来讲，环境规制会通过设定相应的生产技

术标准、污染排放量等来约束企业环境行为，从而对企

业形成一种外在的环保压力，迫使企业进行战略调整，

而高管的环保意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17] 本文认

为，在管理者感知外部环境时便形成一种“政府环境规

制—管理者环保压力感—企业采取环保决策”逻辑链，

但“管理者环保压力”在企业环境战略制定过程中的作

用现有文献中未能得到充分重视。此外，环境规制政策

本质上也是一种产业政策，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

环境型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和蓝图，这种“机会型”信

号将对社会资本投资产生一种“引导”效应，且管理者

越认为环境问题是商业机会，企业越有可能实行前瞻型

环境战略。[18] 为此，本研究认为，当企业主感知的来自

政府层面的正式环境规制压力越大时，企业越可能进行

技术创新升级。

第二，我们从企业成本的角度探索这种相关性的影

响机制。理论上，环境规制会给一些企业带来直接的成

本，[1] 受企业环境规制遵从成本约束与利润最大化驱动，

环境规制政策可能会诱致企业调整生产行为。[19] 在一定

程度上而言，环境规制使企业从事生产所使用资源的汲

取范围受到限制，要素成本的上升促使生产要素供给减

少，从而引起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20] 当面临的环境规

制强化时，企业会根据自身经营能力以及相关资源禀赋

等因素来应对规制遵从成本增加的局面。实际上，环境

规制的增强会导致企业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上升，为

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必定会根据外部规制以及市场

竞争环境及时调整其原有的生产行为，如技术水平、组

织结构以及产品结构等。[21]

可见，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面临环境规制遵从成

本。成本一直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中介，

但鲜有研究为此提供较为全面且详细的经验证据支持。

不同于仅从生产成本视角来阐述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

升级的内在机理，本文将围绕如何应对环境规制所带来

的困境视角，根据企业成本支出意图，首次将与企业环

境治理相关的成本划分为对内（生产制造、环境治理）

和对外（社会公关）两维度，并以此探究政府环境规制

影响企业技术转型升级的作用路径，将有助于从不同类

型成本上厘清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转型升级的

作用机理。从理论上来讲，与环境治理相关成本的上升

是企业在严格环境规制情境下进行技术创新升级的重要

驱动力，但一直缺乏相应的经验证据予以支撑。鉴于此

本文认为，与环境治理相关的成本是政府环保规制压力

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转型的中介路径。

第三，本文实证检验了来自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非正

式规制压力的影响方式和效应，这是产业研究中较少考

虑到的“社会维度”。伴随着社会民众法律意识和对生

活质量要求不断提高，除了来自政府层面正式环境规制

的影响之外，来自社会其他群体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已成

为环境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

任何组织的行为及其目标的实现都会受到社会诸多个体

和群体的影响。[22] 将各利益相关者纳入组织决策，既是

一种伦理要求，也是一种战略资源，有助于提升组织的

竞争优势。[23] 研究发现，除主要管制利益者（政府）之

外，其他次要利益相关者也是企业在环境问题上感知的

主要压力；[18] 社会组织利益者（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

商业组织）被认为在多个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到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就包括环境治理方面。[24]

本文分别从企业周边社区群体和产品市场两方面阐

述非正式环境规制压力（社区群体、消费者、同行竞争

者）对正式环境规制压力（政府）与企业技术升级关系

的调节作用。

一方面，就企业周边社区群体利益相关者而言，已

有研究发现，社会组织通过更加灵活、更接地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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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环境行为施加影响，且社区环保压力对企业环境

作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25]He n r iq ue s 等 [26] 发现，邻近

社区居民和群体的环境诉求与企业从事环保规划间呈显

著正相关性。Wa n g [27] 通过对中国企业调查研究发现，

社区压力与政府环境征税对企业环境行为同样重要，社

区环境诉求压力对企业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会向社会组

织寻求技术支持和政策建议，而且社会组织参与促进了

环境政策的公众支持度。[24] 还有研究发现，媒体压力越

大，重污染企业越有可能进行绿色并购，[28] 而媒体压力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群压力。

另一方面，在产品市场利益相关者方面，早期的古

典经济学家认为，相对于政府干预而言，竞争性的市场

结构更有利于促进创新。[29] 作为市场优胜劣汰的一种机

制，竞争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能强加给企业一

种外在的制度压力。[30]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加研发

投入有助于企业获取相对于竞争对手更加有利的优势。[31]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产品市场竞争会影响公司的环境

战略，[32] 市场中消费者的环保意识（等同“需求”）和同

行竞争者的环保行为（“示范效应”和“先发优势”）都

意味着同类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更为激烈，显然会对企

业环保行为和技术升级构成一种强加性压力。K e s i d o u 

等 [33] 认为，企业面对市场竞争的加剧通过履行环保责

任来提升竞争力，以提升企业价值。龚新蜀等 [34] 认为，

无节制的资源消耗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对于市场竞争激

烈的行业来说，企业会通过履行环保责任以维持竞争

优势。综上，随着来自社区群体、消费者、同行竞争者

等利益者的环保诉求压力皆大，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对企

业技术创新升级的影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此外，由于中国不同地区资源禀赋条件、制度环境

和执法监督等因素存在较大差异，环境规制所产生的政

策效果在不同地区间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此外，因研

发活动的知识产权存在明显的“外部性问题”，良好的

司法体制和产权保护环境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重要

保障，[35] 倘若缺乏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环境规制

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政策效应可能会“事倍功半”。为此，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升级的作用，在不同地区间可

能存在着“强弱”之分，本文将从地区发达程度和知识

产权保护环境两个方面，探究来自政府层面的正式环境

规制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升级影响的异质性。

第一，不同发达程度地区之间的差异。不同经济发

展区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存在

较大差异，如中西部地区多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中级

阶段，传统产业在这些地区里拥有发展的比较优势，对

经济发展的需求远远超过了环境治理，因此，这些地区

对经济发展中环境规制的“容忍程度”较高。然而，东

部地区多正处于或即将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后期，将面临

产业结构创新升级的重大挑战，对环境污染治理的需求

更强，从而对环境规制的“容忍程度”较低。[36] 研究发现，

地区经济越发达其在环境规制下所获取的收益要高于经

济欠发达的地区城市，[37] 意味着相对于欠发达地区企业，

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在环境规制下能够获取更多来

自“环境规制”的红利，具有更强的激励进行技术创新

升级。鉴于此我们认为，相对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来

自政府层面的正式环境规制压力对经济较发达地区企业

的技术创新升级作用更强。

第二，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地区之间的差异。由

于研发活动所获取的知识产权具有明显的“外部性”问

题，[29] 倘若政府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健全知识产权

保护机制，则可有效地减少知识产权外部性问题，激励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企业技术

创新的重要制度安排，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让企业享

受更大的创新收益，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38] 研

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在于通过赋予知识产权垄

断来激励其创新行为，能有效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 ；[39]

相反，缺乏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会影响企业技术创

新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创新热情及其创新投入力度。[40]

为此，相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环境差地区的企业，

处于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好地区的企业在环境规制下能够

获取更多来自“环境规制”的红利，具有更强的动力来进

行技术创新升级。鉴于此本文认为，相对于执法环境差

地区的企业，来自政府层面的正式环境规制压力对执法

环境好地区企业的技术创新升级的作用更强。

二、研究设计

1. 数据资料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经济

研究会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主持进行的“中国私营企业

调查”（CPES）。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在

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和

高质量的产出。[41] 本研究使用 2016 年第 12 次调查数据

进行分析。本次调查使用了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信

息中心提供的全私营企业名录作为抽样框，进行了严格

的目录抽样，代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优度。在实际执

行层面依托各省（区、市）工商联和工商局力量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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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开展。根据本研究考察问题所涉及到的相关变量，

经过数据清理得到有效样本量 7762 个。为避免极端值

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对连续性变量进行了上下 1% 的缩

尾处理。

2. 实证模型

首先，考虑到可能影响企业制定技术创新升级的各

种因素，根据本文理论分析与研究问题，本文构建实证

模型如下：

Logit(Istrategy)=β0+β1Fregulation+β2Controlvav+ε （1）

其次，中介效应考察。借鉴温忠麟等 [42] 的中介效

应检验程序，考察政府环境规制压力是否通过提高成本

的路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升级，本文将围绕如何应对环

境规制带来的困境视角，根据企业成本支出意图，从对

内（生产制造、环境治理）和对外（社会公关）两维度

来探究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转型升级的作用路

径。根据本文理论分析与研究问题，在模型（1）基础上，

本文构建两个实证模型如下：

Cost=ρ0+ρ1Fregulation+ρ2Controlvav+ε （2）

Logit(Istrategy)=θ0+θ1Cost+θ2Fregulation+θ3Controlvav+ε （3）

最后，调节效应考察。本文分别从企业周边社区群

体和产品市场两方面的利益相关者，阐述非正式环境规

制压力（社区群体、消费者、同行竞争者）对正式环境

规制压力（政府）与企业技术升级关系的作用。本文根

据模型（1）引入调节变量 I Fr e g u l a t i o n，构建实证模型

如下：

Logit(Istrategy)=γ0+γ1Fregulation+γ2Fregulation×IFregulation

+γ3IFregulation+γ4Controlvav+ε （4）

3. 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技术创新升级战略（Ist rategy），即企业技术（创新）

升级。问卷询问“2015 年期间为了适应环境变化，企

业所做的重要转型方向”，其中有选项“维持现在行业，

提升技术（转产高端产品、减轻污染等）”。如果选择这

一项，我们即认为被访企业采取了技术升级行为，则赋

值为 1，否则为 0。从设问的题干可以看出，答题者所

选择的转型方式是针对环境变化的公司主动环境战略 /

策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表明了答题者在应答时认

知的环境变化与企业策略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本文主题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2）自变量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即来自政府层面的环境规制压

力（Fr eg u la t ion）。C PES2016 问卷询问被访者“2015 年

期间下列因素对您的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没有压力”，

选项中包括“政府环境规制”，并设计有“压力很大、压

力较大、一般、压力较小和没有压力”五个程度型指标，

旋转后赋值为 5 到 1，即该压力程度的数值越大，表明

企业主感知的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大。

（3）中介变量   

成本（C o s t）是企业进行经济决策的限制性条件。

本文从企业成本视角来阐述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

术转型升级的中介路径，首次将环境规制下与企业环境

活动相关的成本划分为内部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生产

制造成本）和外部成本（社会公关成本）。

其一，环境治理成本。来自政府的环境规制压力表

明企业所面临政府对环境治理行为的一种监督或者惩

罚力度，为避免遭遇政府环境罚单或降低罚款力度，增

加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投入是企业的第一选择策略。为消

除公司规模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将采用环境污染投入总

额与企业营业收入的比值（%）度量企业环境治理成本。

环境治理成本数值越大，表明企业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

的投入成本越高。

其二，生产制造成本。为了降低生产过程所产生的

污染量，企业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购置更环保的原材料和

能源，以及引进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来更新传统落后的生

产链，显然将直接提高企业产品的生产制造成本。本文

从三个方面测量企业生产成本 ：消耗能源（水电气煤油

等）成本、购置原材料成本、购置生产设备以及设备折

旧的费用，分别以三种类型成本的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

重（%）来度量。这些成本比重数值越大，则意味着企

业所承担的相关成本越高。

其三，社会公关成本。一般而言，当企业面临环境

污染问题（或环境处罚）时，为了维护企业的社会形象

或者得到市场的谅解，企业会通过一定的非市场策略来

挽回“颜面”，如对政府环境监督部门（或官员）进行

游说、社会捐赠等，将使企业承担额外的非生产性成本，

即称为社会公关成本。本研究通过公关、招待费以及捐

赠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进行测量。这些成本比重数值

越大，意味着企业所承担的相关成本越高。

（4）调节变量

来自其 他 利 益 相 关 者 的 非正 式 环 境 规 制 压 力

（IFregulat ion）。除了政府层面的监管激励措施外，企业

还可能面临来自消费者、投资者、公众 / 社区、竞争者

等方面的非正式性环境规制压力。[43] 将环保压力做类型

学的区分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44] 诸多研究表明，利

益相关者压力影响企业的环保战略，[43] 且主要和次要的

利益相关者对环保战略的影响也不同。[18] 除了政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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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压力外，C P E S2016 询问了企业主对来自不同利益

相关者环保压力感的大小，分别为周边社区环保要求、

消费者环境意识、同行竞争者环保行动。针对每种环境

保护压力的度量方式均为五分类李克特量表，以 5 表示

压力很大，4 表示压力较大，3 表示压力一般，2 表示

压力较小，1 表示没有压力，即环境规制压力指数越大，

企业所面临的环保压力就越大。

（5）控制变量

我们在模型中还控制了其他影响企业创新转型的因

素：其一，企业特征因素，本研究控制了企业规模（以

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盈利能力（以净利润与企业营

业收入比例）、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比例）、

企业上市与否（根据已上市、拟上市和未上市三个类别，

来设置已上市、拟上市两个哑变量）和企业年数（成立

年数的自然对数）。其二，企业主特征因素包括年龄（年

龄的自然对数）、性别（若为男性设置为 1）、学历（若获

取学士学历以上则赋值为 1）。其三，行业的哑变量（根

据 16 个行业来设置 15 个行业哑变量）、区域哑变量（根

据通用的东、中、西三个行政区划分标准，来设置区域

东部和中部两个哑变量）。

在本文所有的回归分析中，我们采用 S t a t a 13.0 进

行数据处理，均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为减轻模型

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针对调节效应相关检

验中的交互项，在交互之前均对其子变量进行了中心化

处理。

4.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技术转型升级 7762 0.488 0.500 0 1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 7610 2.494 1.294 1 5

社区环境诉求压力 7523 2.301 1.201 1 5

消费者环境诉求压力 7501 2.313 1.189 1 5

竞争者环保行动压力 7401 2.222 1.138 1 5

生产制造成本 6084 0.540 0.316 0 1

环境治理投入成本 6377 0.763 3.211 0 26.316

社会公关成本 5007 2.142 5.738 0 43.902

盈利能力 6590 12.217 33.070 -150 150

资产负债率 6198 0.256 0.293 0 1.1

企业规模 7358 5.810 3.043 0 12.20

企业年数 7155 2.472 0.700 0.693 3.584

已上市 8111 0.020 0.140 0 1

拟上市 8111 0.079 0.269 0 1

未上市 8111 0.901 0.298 0 1

企业主性别 8067 0.796 0.403 0 1

企业主高等学历 8075 0.707 0.455 0 1

企业主年龄 7974 1.646 0.097 1.301 1.908

如表 1 所 示， 在 技 术创新 升级战略方面， 为了

适应环境变化，2015 年所调查企业样本中有近一半

（48.76%）采取了转型升级战略。在政府环境规制压力

方面，Fregulat ion 均值为 2.49，表明企主所面临的政府

环境规制压力均较小，但是这种正式环境规制压力感在

不同企业间分布程度差异较大（标准差为 1.29）。此外，

相关性分析还发现，正式的政府环境规制压力与企业技

术创新转型间呈正相关性，且三个维度的非正式环保压

力感也与企业技术创新转型间呈正相关性，均与本文预

期相一致。此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小，且自

变量的最大膨胀因子为 4.56，远小于膨胀因子的临界值

10，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示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但

可供索取。

三、主模型与中介机制的效应

1.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效应

表2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转型影响

变量
因变量：创新升级

（1） （2） （3） （4） （5）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
0.241*** 0.227*** 0.227*** 0.199*** 0.200***

(13.07) (9.29) (9.25) (7.66) (7.67)

盈利能力
0.0005 0.0007 0.0008 0.0009

(0.48) (0.65) (0.72) (0.81)

资产负债率
-0.115 -0.103 -0.219* -0.227*

(-0.96) (-0.85) (-1.71) (-1.77)

企业规模
0.163*** 0.165*** 0.143*** 0.141***

(10.65) (10.33) (8.45) (8.32)

企业年龄
0.0478 0.0263 0.0249 0.0226

(0.92) (0.42) (0.38) (0.34)

已上市
0.739*** 0.728*** 0.670** 0.662**

(2.96) (2.89) (2.50) (2.48)

拟上市
0.559*** 0.579*** 0.499*** 0.503***

(4.74) (4.82) (4.00) (4.03)

企业主性别
0.0893 0.0270 0.0289

(1.12) (0.32) (0.34)

企业主学历
0.0457 0.00109 0.00645

(0.63) (0.01) (0.08)

企业主年龄
0.126 -0.184 -0.210

(0.30) (-0.41) (-0.47)

行业 NO NO NO YES YES

地区 NO NO NO NO YES

_cons
-0.643*** -1.725*** -1.992*** -0.905 -0.848

(-12.45) (-12.76) (-3.23) (-1.36) (-1.27)

N 7407 4681 4603 4449 4449

Likelihood -5044.588 -3029.583 -2975.485 -2748.011 -2747.072

Wald-chi2 170.80*** 375.97*** 377.18*** 568.13*** 569.18***

Pseudo R2  0.017 0.066  0.067 0.109 0.109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置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括号内均为 T 统计
量 ；下同

表 2 显示，在没有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政

府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采取技术创新转型战略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在控制企业财务信息等重要因素后发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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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环境规制压力与企业技术创新转型间的显著正相关性

依然成立。此外，为了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还

依次控制了企业主个人特征、行业属性和地区等方面的

因素，相关模型的 P s e u d o R 2 逐渐增大，且所得结论依

然具有稳健性。这与我们的预期基本一致，也支持了“波

特假说”。[1]

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资产负债率与其技术创新转

型间呈显著负相关性，表明资产负债率水平越高，企业

越不会采取技术创新转型战略 ；企业规模与其技术创

新转型间呈显著正相关性，表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

越会采取技术创新转型战略 ；相较于没有上市的企业而

言，已上市和拟上市的企业更可能会采取技术创新转型

战略。

2. 可能的作用路径探究 ：基于企业成本视角

本文从企业成本视角来阐述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企

业技术转型升级的中介路径。我们首次将环境规制下与

企业环境治理活动相关成本划分为内部成本（环境治理

成本、生产制造成本）和外部成本（社会公关成本）。

（1）内部成本 ：基于企业环境治理成本视角

首先，环境规制通过提高企业环境治理成本来影响

企业技术创新升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会增加企业

环境治理成本，在严格的环境规制情况下，高昂的环境

成本可能是企业进行技术升级的重要驱动因素。如表 3

所示，以环境治污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时，考虑到环境治

理成本变量有诸多零值样本，我们在这里运用 O L S 和

TOBIT 两种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了处理。研究发现，政府

环境规制压力越大，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治理成本水平越

高，此时进行技术升级的可能性也越大。与我们的预期

基本一致，环境成本是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升级

的重要中介因子，当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程度越大时，为

了达到环境规制的严格标准，企业将增加对环境排污处

理的投资力度，相应增加了企业治污成本，由此高额度的

环境成本倒逼企业必须进行技术升级。

表3  基于环境治理成本视角

变量

（1） （2） （3） （4）

创新升级 环境治理成本 环境治理成本 创新升级

Logit Ols Tobit Logit

政府环境
规制压力

0.200*** 0.359*** 1.506*** 0.183***

(7.67) (7.86) (11.94) (6.84)

环境治理成本
0.0515***

(4.1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_cons
-0.850 0.439 -11.29*** -0.921

(-1.26) (0.43) (-4.04) (-1.35)

Sigma_cons
6.188***

(19.57)

N 4449 4377 4377 4320

Pseudo R2 0.1090 0.0659 0.1129

Adj. R2 0.053

注 ：控制变量与前文一致，因篇幅限制，其分析结果未予以披露，但可供索取 ；下同

（2）内部成本 ：基于企业生产制造成本视角

如表 4 所示，其一，以环保能源成本作为中介变量

时，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大，企业所承担的能源成本会

越大，此时进行技术升级的可能性也会越高。其二，以

原材料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时，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大，

企业所支出的原材料成本水平越高，且此时进行技术升

级的可能性也会越大。其三，以设备成本作为中介变量

时，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大，企业所支付的设备成本会

越大，此时进行技术升级的可能性也越高。其四，以生

产制造总成本（等于能源成本、原材料成本和设备成本

表4  基于生产制造成本视角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创新升级 能源成本 创新升级 原材料成本 创新升级 设备成本 创新升级 生产总成本 创新升级

Logit Ols Logit Ols Logit Ols Logit Ols Logit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
0.200*** 0.004*** 0.200*** -0.002 0.201*** 0.003*** 0.183*** 0.0072** 0.188***

(7.67) (3.34) (7.36) (-0.53) (7.36) (2.65) (6.65) (2.00) (6.75)

能源成本
0.315

(0.80)

原材料成本
0.321**

(2.48)

设备成本
1.264***

(3.39)

生产制造总成本
0.481***

(3.8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848 0.0736** -1.050 0.305*** -1.059 0.161*** -1.404** 0.560*** -1.404*

(-1.27) (2.50) (-1.51) (3.69) (-1.51) (5.33) (-1.99) (6.18) (-1.96)

N 4449 4148 4097 4144 4096 4074 4028 3974 3929

Adj. R2 0.063 0.187 0.031 0.152

Pseudo R2 0.1090 0.1098 0.1100 0.1095 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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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作为中介变量时，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大，企业

所承担的生产制造成本会越大，此时进行技术升级的可

能性也会越高。

综上，当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大时，为了达到环境

规制的严格标准，引进新的生产技术、设备或者新的原

材料、消耗清洁能源是企业遵循环境标准的重要途径，

明显增加企业生产制造成本，高额度的生产成本倒逼企

业必须进行技术升级，以改变原来的生产方式。

（3）外部成本 ：基于社会公关成本视角

在严格的环境规制情况下，如何化解企业恶劣环境

行为所产生的消极社会影响，是企业公关活动的重点内

容，由此产生高昂的社会公关成本可能是企业进行技术

升级的重要驱动因素。如表 5 所示 ：其一，以招待费用

作为中介变量时，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大，企业招待费

用额度越大，此时进行技术升级的可能性也会越高。其

二，以慈善捐赠作为中介变量时，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

大，企业所面临的社会捐赠成本水平会越高，此时进行

技术升级的可能性也会越大。其三，以企业总社会公关

成本（等于招待费用成本和公关型捐赠成本之和）作为中

介变量时，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大，企业所花费的社会

公关成本会越大，此时进行技术升级的可能性也会越高。

这与我们的预期基本一致，当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

大时，为了化解企业污染行为所造成的消极社会影响，

企业必须通过一定的非市场策略来挽回企业的“良好形

象”，从而增加企业所承担的社会公关成本，由此高额度

的社会公关成本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

表5  基于社会公关成本视角

变量

（1） （2） （3） （4） （5） （6） （7）
创新
升级

招待
费用

创新
升级

慈善
捐赠

创新
升级

社会公关
成本

创新
升级

Logit Ols Logit Ols Logit Ols Logit

政府环境
规制压力

0.200*** 0.0777 0.196*** 0.0792*** 0.201*** 0.122* 0.198***

(7.67) (1.57) (7.04) (4.07) (7.07) (1.79) (6.84)

招待费用
0.0236**

(2.55)

慈善捐赠
0.0518**

(1.99)

社会公关
成本

0.0175**

(2.4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848 7.178*** -1.156 1.494*** -0.983 9.354*** -1.065

(-1.27) (5.44) (-1.61) (3.20) (-1.35) (5.41) (-1.43)

N 4449 3911 3862 3812 3763 3650 3605

Adj. R2 0.077 0.074 0.082

Pseudo R2 0.1090 0.0993 0.1071 0.1017

（4） 与企业环境治理活动相关的总成本（外部成本

+ 内部成本）

基于与企业环境治理相关的总成本视角，本文考察

了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技术升级影响的中介效应。

其中，与企业环境治理活动相关的总成本等于内部成本

（环境治理成本、生产制造成本）和外部成本（社会公

关成本）之和。如表 6 所示，以与企业环境治理活动相

关的总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时，考虑到总成本变量有诸多

零值样本，我们运用 O L S 和 T O B I T 两种回归分析方法

进行了处理。研究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大，企业

面临的与环境治理活动相关的总成本水平越高，此时进

行技术升级的可能性越大。由此表明，成本是政府环境

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升级的重要中介因子，为了达到环境规

制的严格标准，企业增加了与环境治理活动相关的成本投

入，由此高额度的成本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

表6  基于与环境治理相关的总成本视角

变量

（1） （2） （3） （4）

创新升级 总成本 总成本 创新升级

Logit Ols Tobit Logit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
0.200*** 1.498*** 1.453*** 0.197***

(7.67) (3.59) (3.41) (6.28)

总成本
0.00567***

(4.0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_cons
-0.850 70.13*** 70.77*** -1.465*

(-1.26) (6.76) (6.65) (-1.80)

Sigma_cons
6.188***

(19.57)

N 4449 3158 3158 3123

Pseudo R2 0.1090  0.0165 0.1098

Adj. R2 0.139

3. 稳健性检验

对上述结论进行如下形式的稳健性检验后发现，所

得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1）考虑到金融业或类似于金

融产业运作的行业，本文先后对金融业、房地产业单独

剔除，或者同时将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进行了剔除。（2）

相关性分析显示，企业年龄与企业主年龄、东部哑变量

和中部哑变量相关系数较大，为避免或缓解多重共线

性问题，去掉企业主年龄、地区效应（中东部）两个哑

变量。（3）变换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度量方法，采用环

境污染罚款数额与营业收入比例（%）来度量政府环境

规制压力。（4）内生性问题检验。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逆

向因果关系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

处理在政府环境规制压力与企业技术创新转型间关系可

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采取的工具变量有两个 ：一是企

业主从军经历，倘若企业主创业或开始经营企业前的职

业是“军官”，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二是企业主相对

政治地位的高低程度，赋值为 1-10 的整数值，即数值

越大，企业主所处的相对政治地位越低。考虑到本研究

因变量为二元变量（0-1），用 I V P r o b i t 方法来处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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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通过过度识别检验和弱

工具变量检验发现，本文在 I V P r o b i t 方法中所采用的

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如表 7 列（1）所示，经过回

归分析后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压力与企业采取技术创新

转型战略显著正相关，与前文所得结论基本一致。（5）

样本自选择问题检验。为避免样本自选择问题导致结论

产生偏误，本研究使用 H e c k m a n 两阶段回归分析模型。

经分析发现，在第一阶段估计中，企业规模、盈利能力

及企业主的生态环境预期、相对政治地位和学历程度均

是影响企业主政府环境规制压力感大小的重要因素。从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来看，逆米尔斯比率（I M R）未能通

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本文的研究样本不存在较为严重的

样本自选择问题，且如表 7 列（2）所示，政府环境规制

压力与企业采取技术创新转型战略显著正相关，与前文

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表7  内生性问题、样本自选择问题检验

变量
因变量：创新升级

（1） （2）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
0.653*** 0.203***

(5.76) (7.48)

控制变量 YES YES

逆米尔斯比率 IMR
-0.233

(-0.53)

_cons
-2.324** -0.685

(-2.51) (-0.84)

N 3991 4164

F - -2571.3847

Adj R2 - 533.64***

Wald chi2 329.59*** 0.1088

Wald Test of Exogeneity : chi2(1) =7.54，Prob > chi2 = 0.0060

Test of Overidentifying Restrictions: Prob. = 0.8407

四、进一步分析

1. 非政府环保压力的调节效应

如表 8 所示，周边社区环保压力与企业采取技术创

新转型战略间呈显著正相关性，且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和

社区环保压力交叉项与企业采取技术创新转型战略间显

著负相关，表明社区环保压力与政府环境规制压力两者

在企业采取技术创新转型战略中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

此外，上述所得的相关结论也体现在消费者环保压力和

同行竞争者环保压力两个非正式的环保压力上。这表明

非正式的环保压力在政府环境规制压力与企业技术创新

转型间关系中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上述结论表明，当社会群体的整体环保意识薄弱

时，政府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能有效促进企业

技术创新升级，此时政府公共管理的边际成本较低，政

府环境管制值得提倡 ；而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升、环

保意识的增强，社会群体将通过更加灵活的干预方式迫

使企业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进技术创新升级，来自政

府层面的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升级的边际影响可能

会降低，此时政府公共管理的边际成本较高，在环境管

制方面政府逐渐退出环境市场是最佳选择。因此，在环

境污染治理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实施“两手抓”

策略，即一方面要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法规，另一方

面也要积极提倡发挥社会力量“环保卫士”角色的作用。

表8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与企业技术创新转型：
基于非正式的环保压力调节效应

变量
因变量：创新升级

（1） （2） （3）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
0.122*** 0.122*** 0.0765**

(2.71) (3.14) (1.97)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
×社区环保压力

-0.0446*

(-1.89)

社区环保压力
0.111**

(2.25)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
×消费者环保压力

-0.0468**

(-2.04)

消费者环保压力
0.122***

(2.89)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
×竞争者环境行动压力

-0.0248

(-1.03)

竞争者环境行动压力
0.192***

(4.3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_cons
-0.320 -0.342 -0.483

(-0.48) (-0.51) (-0.72)

N 4400 4383 4354

Likelihood  -2714.278 -2698.085  -2681.666

Wald-chi2 568.37*** 576.97*** 567.42***

Pseudo R2 0.1098 0.1117  0.1113

2. 分样本 ：按地区发达程度划分

针对市场化程度高低方面，我们采用王小鲁等 [45]

编制的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场化指数作为数

据基础，以各地区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来划分高市场化

进程地区和低市场化进程地区两个样本。如表 9 所示，

无论是在高市场化地区还是低市场化地区，政府环境规

制压力均是企业采取技术创新转型战略的重要推手。类

似地，无论是在东、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政府环

境规制压力在促进企业采取技术创新转型战略方面发

挥着积极的作用。

此外，从影响系数大小来看，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

效应在经济发达地区（高市场化地区、东中部地区）略

高于欠发达地区（低市场化地区、西部地区），产生这

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不同发达程度的区域处于不同的经

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差异性较大，[36] 政府在“环境治

理”与“经济增长”目标间的取舍有所差别。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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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达地区多处于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对环境治理的

需求较强，淘汰落后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地区经

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该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严

格，所产生的政策效应较强；相反，在经济落后的地区，

对经济发展的需求要远强于环境治理，如何促进经济增

长以提高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首推，此

时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政策效应相对较弱。因此，本研

究预期得到经验证据的有力支持。

表9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创新转型的影响：不同样本的比较

Panel A  按地区发达程度划分

变量

因变量：创新升级

（1） （2） （3） （4） （5）

高市场化 低市场化 东部 中部 西部

政府环境
规制压力

0.222*** 0.173*** 0.210*** 0.221*** 0.181***

(6.14) (4.54) (5.82) (4.12) (3.2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395 -2.073** 0.190 -0.974 -2.613**

(0.42) (-2.11) (0.20) (-0.70) (-1.97)

N 2494 1955 2366 1008 1075

Likelihood -1475.5643 -1253.5369 -1413.526 -626.5009 -680.2315

Wald-chi2 400.22*** 157.41*** 361.08*** 118.80*** 99.48***

Pseudo R2 0.1377 0.0668 0.1298 0.0966 0.0826

Panel B  按地区产权保护环境划分

变量

因变量：创新升级

（1） （2） （3） （4） （5） （6）
知识

产权好
知识
产权差

工商
执法好

工商
执法差

司法
公正好

司法
公正差

政府环境
规制压力

0.225*** 0.129** 0.219*** 0.0899 0.226*** 0.125**

(7.31) (2.51) (7.53) (1.47) (7.41) (2.3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966 0.0007 -1.065 0.731 -0.494 -2.048

(-1.23) (0.00) (-1.44) (0.44) (-0.64) (-1.49)

N 3299 1107 3625 804 3359 1043

Likelihood -2018.699 -685.206 -2225.946 -492.804 -2056.794 -648.258

Wald-chi2 439.85*** 136.95*** 473.68*** 115.48*** 444.24*** 132.24***

Pseudo R2 0.1162 0.1063 0.1134 0.1144 0.1158 0.1029

3. 分样本 ：按地区产权保护环境划分

理论上来讲，因研发活动的知识产权存在明显的

“外部性问题”，[29] 良好的司法体制和产权保护环境是企

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重要保障。由此，我们提出在政府环

境规制下，企业技术创新升级是否受到外部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环境的影响呢？

本文根据调查数据中的题器“请您对企业所在地当

前的经营环境进行评价”中三个子题器“A 工商行政机关

公正执法”“B 司法机关公正执法”“C 知识产权（商标、

专有技术等）保护”的相关评价得分来划分样本，其中

每个题器的得分设计为“非常满意为 1，满意为 2，一般

为 3，不满意为 4，非常不满意为 5”五个分类维度，然

后根据每个题器的中位数比较企业所在地区的执法环境。

如表 9 所示，无论是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好的地区，

还是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差的地区，政府环境规制压力

对企业技术创新升级均具有促进作用，但通过比较两样

本的自变量系数大小后发现，相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差地

区的企业，政府环境规制对技术升级的促进作用在知识

产权保护好地区的企业中显得更强。此外，通过引用调

查问卷中“工商行政机关公正执法、司法机关公正执法”

相关数据作为地方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替代变量后发

现，上述所得结论依然稳健。从而发现，良好的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可以有效增强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进行技术

创新升级的“倒逼效应”，即催化剂作用，可以使环境

规制在促进企业技术升级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作为企业决策最重要的制定者，企业管理者是探究

环境规制对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关系中难以逾越的逻辑接

点，因为仅当管理者察觉环境规制压力紧迫或难以承载

时，企业才会制定或执行变革现有生产方式的战略。就

现有文献而言，管理者在企业环保决策中扮演的重要角

色未能得到现有文献的重视。为此，通过对 2016 年第

12 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的分析，本文发现

管理者感知的政府环境规制压力感越大，企业越可能会

采取技术创新转型战略 ；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环境

治理、社会公关和生产制造成本的上升是政府环保规

制压力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转型的重要中介因子。针对影

响企业是否制定技术创新转型战略的命题，来自周边社

区、消费者和同行竞争者三方的环保压力与政府环境规

制压力间分别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

相对于经济发达程度低、执法环境差地区的企业，政府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达程度高、执法环境好地区的企业技

术升级的影响更强。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作用。首先，本

文发现来自政府层面的环境规制压力越大，企业越会采

取技术创新升级，这一研究结论为当前的环保实践工作

提供了新的启示，即在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激励企业开

展“清洁生产”的同时，环保监督部门和政府还有必要

从企业管理者这个角度来开展环保的“思想”动员工作，

充分发挥企业家在环境治理中“先锋”作用，而这是当

前相关研究所忽视的领域。鉴于此，相关部门可合理地

组织企业家学习和了解国家环境政策，加强对企业管理

者的环保教育，且在整个社会大力传颂和倡导“企业家

精神”在环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企业决策者在

日常经营管理上形成一种“环保压力”，将环保工作付

诸于日常的实践活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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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环境治理的核心在于制度设计层面，而环境

规制政策的“疏堵有序”更为重要。考虑到环境规制是

实现企业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可以

通过加强环境监管力度，尽快淘汰传统落后的生产技术

或设备，必要时可对这类企业技术升级及其研发活动，

予以优惠政策支持。

其次，成本是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转

型升级的重要中介因子。言外之意，在严格的环境规制

下，企业所承担的成本上升是其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的重

要驱动力。因此，在设计和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时，环境

监管部门应将与企业环保相关的成本考虑其中。当然，

企业环境成本的高低依然与政府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密

切相关，适当且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是促进企业技术升

级，提高环境质量的必要前提。

最后，考虑到非政府力量在企业创新转型、参与环

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开展环境政策时，我们也不应忽

视来自非政府层面的社会力量的作用，“尊重和利用好社

会力量”，尤其当政府监管力量处于“真空”状态时。由

此，监管部门应提倡和支持其他社会组织力量来共同参

与环境保护，如发挥环保、行业等协会组织的环保监督

作用；在扩大社会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增强社区居民和消

费者环保意识的同时，监管部门及时构建便于社会力量参

与环境监督的举报或管理机制。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我们并不能判

断企业管理者自我声称的转型升级是否真的是实质性

的，还是只是一种逢迎的策略 ；[28] 任何经济政策的政策

效应都具有一定滞后延迟性，环境规制政策也不例外，

而本文所采用的样本数据是年度私营企业截面数据，具

体反映的是一种即期效应，无法有效捕捉到环境规制对

企业技术创新升级的长期动态影响，而这将是未来相关

研究的重点。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将重点考察环境规制

政策和产业（企业）技术创新、生产率及其市场竞争力

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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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英文长摘要

环境规制压力会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吗
摘要  近年来的“环保风暴”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多地方都严格执行了压煤减排、煤改气、提标改

造、限产停产等一系列雷霆措施。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空前。

不少企业关停整顿甚至关门大吉；可也有企业抓住了这一场历史机遇，不仅淘汰了对手，自己也倒逼完成了转型

升级。那么，在力度空前的环保风暴的压力之下，什么样的企业更有可能采取转型升级的策略呢？本文试图从

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角度出发，探讨环境规制与企业转型升级之间关系这个常青的议题，并为解释这一关系的

作用机制做出自己的贡献。囿于数据资源的获取难度，在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影响关系时，现有研究

一般通过运用省级、产业或者企业层面数据作为企业所面临的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并在不同度量方式下所得

出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意见相左。显然，现有的度量方式会引致明显的逻辑断层问题，中观经济层面或微

观企业财务数据层面衡量的环境规制压力对微观层面企业行为的影响关系链过长，将无法有效地捕捉其中的作

用机理，尤其是忽视了企业所有者 / 管理者在企业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此，区别于现有文献，本文以 2016

年第 12 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 PE S）为样本，以调查数据中企业主面临“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程度作为环

境规制的替代变量，突破了现有文献有关环境规制的设计，从而真正地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落实到企业所

有者 / 管理者层面的测量上。这不仅丰富了环境规制压力的度量方式，将企业决策者的认知 / 感知引入企业环境

战略决策框架中，而且还弥补了现有研究在设计方面的缺陷。此外，本文还做了两点贡献。一是在机制探索上

首次将企业环境成本划分为对内（生产制造、环境治理）和对外（社会公关）两维度，并以此来探究政府环境

规制影响企业技术转型升级的作用路径，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和厘清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转型升级

的作用机理。二是我们分别从企业周边社区群体和产品市场两方面的利益相关者来实证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压

力（社区群体、消费者、同行竞争者）对正式环境规制压力（政府）与企业技术升级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实

证分析发现，管理者感知的政府环境规制压力感越大，企业越可能会采取技术创新转型战略 ；作用机制检验表

明，企业环境治理、社会公关和生产制造成本的上升是政府环保规制压力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转型的重要中介因子。

针对影响企业是否制定技术创新转型战略的命题，来自周边社区、消费者和同行竞争者三方的环保压力与政府

环境规制压力间分别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经济发达程度低、执法环境差地区的企业，

政府环境规制对经济发达程度高、执法环境好地区的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更强。

关键词  环境规制 ；企业环境策略 ；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

Can State Environment Pressure Push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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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an irreversible trend. Many local governments have strictly im-

plemented a series of thunderous measures such as reduction of coal consumption, coal-to-gas, standard upgrading, and production 

restriction. In particular,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ave promine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

logical civilization to promot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an unprecedented intensity. Many firms have been shut down for recti-

fication and even closed down. However, some firms have seized this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o eliminate their opponents, and finally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mselves. Therefore, under the pressure of an unprecedent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rend, what kind of firm is more likely to adopt a strategy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ever-

green issu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essure, and make its own contributions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this relationship. 

Limited by the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data resources, when studying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firm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xisting research generally uses provincial, industrial or corporate-level data as a substitution variable f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aced by firms, and the conclusions drawn below are quite different and even opposite under different measurement meth-

ods. Obviously, the existing measurement methods will cause obvious logical fault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es-

sures measured at the meso-economic level or micro-level corporate financial data level on micro-level corporate behavior is exerted 

through too many mediators, so that the action mechanism will not be able to be effectively captured, in particular, the role of busi-

ness owners/managers in business decision-making will be ignored. For this reason,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uses the 12th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Data (CPES) in 2016 as a sample, and takes the degree of pressure of the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business owners faced in the survey as a substitution variable f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hich breaks 

throug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relates to the desig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o as to truly measure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firms at the firm owner/manager level. This method not only enriches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essure by introducing the cognition/perception of corporate decision-makers into th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but also makes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in terms of design.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makes contributions o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 it divides th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cost into internal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external (social public relations) dimensions in mechanism explor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and based 

on the division, it explores the path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ing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s 

paper helps us to grasp and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

ing of firms. Second, we empirically stud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essure (community groups, 

consumers, and peer competitor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essure (government) and firm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greater the manager’s perception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essure, the more likely firms will adopt strategies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test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shows that the increase in cost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ocial public relations and production are an important in-

termediary factor through whic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essure affect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firms. Furthermore, 

there is an obvious substitut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essure from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consumers 

and competitors in the same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essure in terms of whether firms affected by gov-

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ll adop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trategies. The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compared with 

firms in areas with 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poor law enforcement environment,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ve a stronger impact on the technological and upgrading of firms in areas with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good law en-

forcement environ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